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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人生

■ 本报记者 袁 远

没有人能想杨勇象每回进自己的生猪屠宰场时

的心情复杂。比起养猪，屠宰对杨勇来说，是一个无

奈而又充满不舍的过程。养了十几年猪，难免对猪

“日久生情”，用杨勇的话来说，“自己可以吃差点，但

绝不能让猪吃差了。”每次听到猪在屠宰场发出低回

的哀号声，杨勇都希望自己能够瞬间消失，回到公司

在安徽广德黑猪的散养地，静静听圩猪悉悉索索地

吃地上竹笋的声音。

没法改变猪的命运，杨勇能做的就是让猪死得

平静、舒服一点。从车上卸下来的猪不会马上进入

屠宰场，而是先进静养圈休息至少 8 个小时，不要让

闲人去打扰它们，让它静静地散散步，把带不走的东

西都留给身后这个世界……

信仰缺失导致食品不安全

用这样的方式送别他的猪，杨勇并不只是在为

它们操办一场生前的“葬礼”。

“猪是很有灵性的动物，当听到同伴被宰杀而发

出惨叫时，猪也会分泌有害激素。”杨勇有些动情地

说。“生猪经过长途运输，停食静养再屠宰，有利于消

除生猪的疲劳，也可帮助生猪充分排水、排毒，保证

猪肉品质和口感。”

其实，吃猪肉相对于消费餐桌上其他“肉族”成

员来说，要安全很多。据了解，禽类从一生下来就开

始 注 射 抗 生 素，水 产 品 也 由 于 水 质 污 染 而 深 受 其

害。而猪肉里即使打了药，药物一般也只会残留在

猪的内脏里，猪肉里不会有太多残余。

然而，病死猪肉、注水猪肉、瘦肉精……和猪肉

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近几年也开始困扰着消费者。

杨勇对记者表示，“在饲料中添加‘瘦肉精’养出的

猪，猪肉一斤能多卖 0.5 元钱，是相当不菲的收益，很

多散养户都经不住利诱，用瘦肉精喂猪。”

“现在，经营者信仰缺失才是导致食品不安全的

真正原因。”杨勇直入本质。

杨勇的公司始创于 1997 年，如今已发展成为一

个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一体化的企

业。这种从田头到餐桌的闭锁式产业发展模式，不

仅是一个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也使企业能

更有效地把控猪肉产品质量。并能使政府对猪肉质

量的监管“有迹可循”。杨勇创办的安泰农业年出栏

50 万头猪，他言辞诚挚地说，他们提出的“为社会提

供安全食品”并不是一句口号，这不仅关乎企业的存

亡，也关乎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底线。

祭出高科技“杀手锏”

1997 年，杨勇从父亲手中接下小小的养猪厂时，

完全没有现在的踌躇满志。成为县城里的“一哥”，再

做个满县城“嚎叫”的“野狼”摩托总代理，才是杨勇“年

少轻狂”时的梦想。做“猪倌”尽管这是父亲“逼”他做

的离现实最近的选择，但离他的梦想实在太远。

1998 年，养猪业陷入从未有过的低谷，白发一夜

间爬满父亲的头顶。于是杨勇从父亲手里拿回了自

己的“人生罗盘”。继续养猪？可能意味着血本无

归；放弃养猪？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迷茫的杨勇

回到曾给自己上过兽医课的教授家里。教授早就从

杨勇漂移的眼神里看出他对养猪这个行业的轻视，

但从不说破，只埋头教他。看到失落的徒弟回来，还

带着满脸的“不服输”，教授才开口：“其实养猪这个

行业你没选错，而是猪的品种你没选好。而且你没

有用‘心’对待这件事。”随后，教授从家里凑出 20 万，

又带着杨勇赶赴上海大江种猪厂——中国最早的进

口种猪基地，挑选出国际上最好的猪种，交给杨勇

……新品种的猪是当时极罕见的瘦肉型猪。回来

后，杨勇用心饲养，别人喂 4 斤饲料只出 1 斤肉，杨勇

的猪只吃 2 斤饲料便挂 1 斤的膘。

重新选品种不仅让杨勇积攒起第一桶金，也让

他看到了养猪行业的科技潜力。杨勇可能是安徽第

一个使用软件养猪的人。每头猪的怀孕时间、哺乳

时间、再次怀孕时间、饲料配方、繁殖周期、营养配

比，都在他的软件里一目了然，比闹钟还准地提醒着

养猪者。要知道，传统养猪的人时常连他养的猪当

年是否能怀孕、产崽都稀里糊涂，猪肉产量自然也难

控制。

从营养、疾病到育种、饲养管理，几乎养猪的每

个环节，杨勇都用最专业、最科学的方式小心侍弄

着。人们通常认为，农业是国民生产中科技含量最

低的产业，杨勇觉得事实正好相反。农业生产的主

体——无论是田间的植物还是围栏里的猪，全部都

是生命体。对生命体的研究需要遵循其代际延续的

特征，一个性状的深入需要观察好几个繁殖周期，甚

至好几代生命体才能完成。这致使生物工程领域的

研究进行得更加困难。

或许这就是杨勇成功的秘诀。在高科技领域比

拼科技含量，高手云集时就很容易折戟沉沙；而在普

遍落后的传统农业领域，祭出高科技的“杀手锏”，却

往往能旗开得胜。

尝到高科技的甜头，杨勇便动辄搬出他的专家

顾问。猪生病时有专家会诊；猪营养缺乏，有专家做

饮食指导；连国际最先进技术，杨勇也总是最先用

上。地方专家团队、国家级专业指导都成了杨勇公

司里的座上宾。他甚至把自己的企业发展成安徽省

养猪企业示范基地。

对皖南圩猪“日久生情”

在杨勇广德的养猪基地里，还有一种“正在消失

的圩猪”。皖南圩猪有世界猪种里的大熊猫的美誉，

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可近亲繁殖的猪种之一。圩猪

的“肉香可绕梁多日”，肉质在国际标准里也是得分

最高的。

杨勇请来猪种研究专家张伟力，又投下 1000 万

元资金，用于圩猪保护。这种会跋山涉水的猪，被放

养在广德碧绿的山林间、潺潺的水涧旁，时而拱起灵

敏的鼻子，找寻地里鲜嫩的竹笋和水塘里跳跃的小

鱼、螺蛳。

同普通的猪相比，圩猪体型娇小、骨骼细幼，面

孔也比普通猪俊俏几分。这种“健美”体态的猪，无

论上山还是下水都如履平地，并在日复一日的锻炼

中，令肉质更加紧实、致密。在 100 多年前，圩猪就成

为皇室的贡品。被当地人称为“猪痴”的一位教授，

会经常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之一——手风琴，

在蓝天、白云、绿野的映衬下，为欢快觅食的圩猪们，

弹奏上一曲《草原牧歌》。“如果猪生活得不快乐，长

出的猪肉也不好吃。”该教授直白的说。

“安徽省的地方品种猪纯种数量在过去二三十

年里急剧下降，其中安庆六白猪、圩猪、皖北猪、皖南

花猪已接近濒临灭绝，如不立即采取措施，不要几

年，这些地方猪种就会消亡。”

杨勇明知养圩猪的成本比普通猪贵 2 倍，还需要

提供大片的土地、山林放养，但他还是坚持每年养

3000 多头圩猪，既供应给饥饿的高端猪肉市场，也把

纯种圩猪的遗传资源保护起来。

普通农夫养猪追求猪长得快，凡是长得慢的都

要进行良种化，使得纯正的地方品种猪渐渐消亡。

而一些专家也赞成改造地方猪的品种，引进外来猪

种与本地猪进行杂交。对皖南圩猪早已“日久生情”

的杨勇，心底里并不赞同专家杂化本地猪，“圩猪有

罕见的近亲繁殖不退化的特性，绝对是优良的基因

研究对象，它的血统还是越纯越好。”

的确，地方品种猪虽然生长较慢，但具有适应能

力强，耐粗饲，繁殖性能优秀，抗病能力强，肉质好等

共同特性。尤其是圩猪堪称一流的肉质，对高档肉

市场开发和培育新品种的研究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况且地方猪种还是宝贵的遗传资源，基因不

能再造，一旦丧失，即是品种的消失。

从县城“一哥”到高科技养猪能手

2005 年的一天，两名不速之客走进了田园牧歌式

的青海省共和县黑马河乡。她们招呼牧民，用普通话描述

着一个听来十分陌生的诉求。于是，当地藏族牧民迟疑着拿

出家中的牦牛绒，交到这两个城市姑娘的手中。在收购的第

一袋牛绒上，她们郑重地写下了几个当地藏族牧民看不懂的字

母——Shokay（藏语，指牦牛绒），但是牧民的生活从此便与这几

个字母代表的一家企业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理想主义者的冲动？

这两位陌生的城市姑娘是 28 岁的香港人苏芷君和 26 岁的台湾

人乔婉姗。在青藏高原的旅行中，她们第一次看到了牦牛，得知世

界上 1.4 亿头牦牛中，大部分牦牛就在中国。牦牛的毛柔软而细腻，

堪与澳大利亚羊毛相媲美。由此，她们决定用自己 1.5 万美元的项

目奖金收购牦牛绒，然后拿到工厂织成毛线，再编织成衣帽和手工

艺品，打开国际市场，把所获利润中的部分返还给青海牧民，用

“社会企业”的模式帮助他们获得长期而稳定的收入。截至 2010

年，她们的公司在全世界已拥有 100 多个寄卖店，在青海有 260

个牧民家庭参与生产。而她们的公司——Shokay，则成了目

前中国最被推崇的一家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一个舶来品，而它在中国的落地、发芽，很

大程度上是源于一批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冲动。

著名的“花旦工作室”是由一名来自英国的栗发

女生罗琳所创办。罗琳毕业于英国兰喀斯特大学

艺术戏剧系，她认为许多问题可以用艺术的

方式而非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于是，她于

2005 年注册成立了“花旦工作室”，

以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受教育程

度较低的外来打工妹为

服 务 对 象 ，通 过

戏剧的

感染力及创新思维来帮助他们发掘潜能、树立自尊、建立自信和增

强社会参与能力。而“花旦”模式最成功的案例就数“花旦”现任运

营经理董芬，她便是从一个曾经被人轻视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个英

文娴熟、领导力优异的管理者。董芬是 19 岁从云南来到北京打工

的，最初在北京的日子，董芬胆小、自卑、孤独无助，那时她内向，话

少，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梦想。直到她走进了“花旦戏剧工作室”。无

论在北京从事什么工作，到工作室参加培训已成为董芬生活的重要

课程，她曾因老板不给她调班，耽误了她参加工作室的培训时间，而

毫不犹豫地同老板理辩，她甚至会因此调换工作。“我不愁找不到工

作，我坚信总有一个地方让我闪光。”

小的就是美的？

中国的社会企业大多规模不大，就员工而言，少则三五人，多至

数十人；就经营额而言，少则几万元，多则不过数百万元。如果是企

业，只能算小企业；如果是非营利组织，只能算微型组织。

以“花旦工作室”为例，盈利方式有两种：一是做非盈利项目的同

时积累一些经验，例如创新能力培养、跨文化冲突培养、团队培养等，

以此为基础形成课程，为世界 500 强提供企业社会责任（CSR）培训；

二是给一般企业做社会责任培训，花旦尝试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让

政府为一部分项目买单。两种收入合计一般为数万元左右，数额有

限，能够维持生存就算不错。记者在采访“花旦”创意总监阳阳时感

到，年轻的阳阳虽然热爱自己这份事业，却也时常对企业收支不平

衡、对基金会依赖过大而感到焦虑。因为当基金会拒绝支持“花旦”

的行政开销时，就会让这伙视理想如生命的年轻人陷入现实的窘境。

在采桑子创始人刘立军资金局促的社会企业里，资金问题成了

企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开发市场、培训苗女、设计加工产品需要钱，

做文化保护、文化研究也需要钱。手里那点钱到底该往哪儿投，真

是难倒了这个历经生活坎坷的中年女人。

保护、传承苗族手工文化是刘立军创办企业的初衷，也是企业

产品的灵魂，这一块的投入不能放弃；不花钱打市场、搞设计，产品

销不出去，苗族文化也不能“活态传承”，同样实现不了企业发展目

标。刘立军脱口对记者说出了她的肺腑之言：“这些年的创业历程，

于我，就是一个不断权衡的过程，不断平衡的历程。”

通过同社会企业家们的交流，记者感觉到，

目前中国的社会企业面临的最大的矛盾，是社会公

益服务与扩大再生产的矛盾。因为产品附加值不高

与人力成本高昂之间的矛盾，使得它们很难积累起足够

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一些社会企业开始了新的探索。

目前，中国还找不出像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创办的格

莱珉银行那样的成功案例。格莱珉银行（孟加拉村银行）创立

之初曾接受很多捐助，后来通过不断完善企业的商业化运作机

制，不仅实现了企业的自给自足，而且日益扩大了企业规模，受

益于格莱珉银行的贫困人口达 1.5 亿。

谁来给予呵护？

社会企业要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可能会有哪些方式呢？在和

社会企业家们的讨论中，答案渐渐清晰……在公益事业发达的国

家，公益基金会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大型基金会向筹资型发

展。一个国家内形成为数不多的航母式筹资型基金会，它们只管

筹资并拥有雄厚的资金，通过项目招标和项目资助的方式为操作

型组织注入资金。

另一种扶持社会企业的方式是企业的社会投资。即企业

家用办企业或者投资的方式将资金投到某一个社会问题上，

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投资目的，不分红，但是完全按照市场化

的操作来运作。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会拿出利润的百分

之几来从事社会投资。企业的社会投资可以自身运

作，还可以资助其他社会企业。专家建议我国可

以建立一个创新机制，建立一个社会投资型

的资本市场。尤努斯就呼吁各国政府在

金融危机后大力支持社会企业，“那

并 不 需 要 很 大 一 笔 钱，因 为 社

会 企 业 只 要 有 很 少 的 钱

就 能 运 作 下 去，自

给自足”。

中国社会企业家：
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窘境

■ 本报记者 慢 舟


